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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
及中介机制

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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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

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

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

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

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

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

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

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关键词：新生代　对基督教的信任　科学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ｕｓｔｓ　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ＬＩ　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７３１·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5.02.007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ｗａｓ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　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ｊｉａ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ｔ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ｔｉ－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Ｈｏｗ

ｄ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ｉ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ｓｔｕｄ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ｕｓｔ　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２０１１），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１）Ｔｈｅ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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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在分析宗教排外问题时，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宗教民族主义，
本文使用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国情以及宗教概念界定困难等方面
的考虑。虽然国内学界有用民间宗教或儒教抵制基督教的呼吁，但宗教民族主义与一国或一
地区的历史传统有关。它是以宗教认同来界定民族身份，其前提条件是存在“宗教的民族性”
与“民族的宗教性”。然而，无论是近代提出的“卫道”，还是当前提出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乃至“儒教”，这些是否是宗教还存疑问，即便认可这些为宗教，其在国人的文化认同中的地位
也难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这些都会导致使用宗教民族主义的前提条件的悬置，而
用文化民族主义则可以很好地消解这种困境。

　　基督教入华可上溯至唐代，但大规模传播是近代的事，这也伴随着
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进程，且始终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
侵略联系在一起。在各种救国图存的努力过程中，科学主义和文化民
族主义１思潮渐起，基督教被建构为与科学相对，与帝国主义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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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２

中国的宗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获得较快发展，其中以基督教最
为突出。从１８０７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算起，一直到１９４９年，
中国基督徒仅有７０万左右。３但在改革开放后短短３０年左右的时间
里，中国基督教信众的人数就由１９７９年的约３００万（黄剑波，２００９）增
长到目前的２　３０５万。４

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当下，随着基督教的快速发展，仍有部分人士
秉承科学至上的立场，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发展视为一种社会问
题，乃至政治问题（李素菊、刘绮菲，２０００；黄皖毅，２００６；文丁，２００９）。
还有人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力挺中国文化主体性，抵制基督
教。２００６年北京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布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５和２０１１
年的曲阜基督教堂风波６等公共事件，以及当前中国宗教社会学界出
现的“宗教生态论”，都是这方面的表现。

２．将基督教称为“洋教”，可追溯到１６世纪末和１７世纪初的“西洋教”，原本只是与地理概念
和文化概念上的东洋／西洋相对应。但到１９世纪中期以后，“洋教”取代“西洋教”被广泛使
用，且含有明显的贬义和排斥之意（孙江，２００８）。

３．参见：中国宗教概况，引自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ｒａ．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１７８３９．
ｈｔｍ，２０１３－０５－１５）。

４．该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全国性大规模抽
样调查，目前也被官方采用。

５．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６１２２１／ｎ２４７１８４９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７－３０。

６．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１１５／ｎ３０７７９１９９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７－３０。

有鉴于此，当综合考虑“无神论”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以
及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时，摆在宗教社会学面前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要从实然的角度了解民众如何看待快速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不

同群体间的差异，并从中了解国民心态变化的某种趋势。
依照不同的标准，民众可划分为不同的亚群体，了解不同亚群体对

基督教的态度有不同的切入点。考虑到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和
重大的社会事件都会参与个体生命历程的建构，个体的行为方式、价值
观念等也就具有了明显的代际特征（埃尔德，２００２；周雪光、侯立仁，

２００３；Ｒｙｄｅｒ，１９６５；Ｅｌｄｅｒ，１９９５），因此，世代比较是反映社会变迁的一
个有效的分析视角。同时，因为同一时期出生的人经历了同样的社会
变迁，所以对世代的划分就可以不必简单地以１０年为限，而是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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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角度进行甄别，这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１９４９
年后，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社会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相对应的，世代
群体也可以分为两大同期群，他们社会态度的变化既是近几十年来中
国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影响的结果，也是其反映。
鉴于世代的角度对于理解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变迁总是有用的

（格伦，２０１２：５３），近年来，虽然中国学界对新生代７与其前辈在社会价
值观和行为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已有大量研究（杨雄，１９９９；李维，１９９９；
廖小平、张长明，２００７；李华松，２００８；李春玲、施芸卿，２０１３），但鲜有关
于不同世代对基督教态度差异的分析，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对青年
宗教信仰状况的探讨（华桦，２００９；孟兆怀，２００９；许春燕、魏大为，

２０１１）。少数研究虽涉及青年人对宗教的态度（刘绮菲，２０００；黄皖毅，

２００６），但并未将基督教单列出来，也未将其置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
化的背景中考察。

７．在学界，新生代多用于农民工。本文借此概念并将之指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出生的同期群。

基于此，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出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
之后的新生代而言，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否与前辈有所不同，是否呈
现较为显著的变化。
明确世代比较这一视角后，我们还看到，探讨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

也有多种途径。本文认为，基于中国的现实和宗教的地位，信任应当是
了解人们对基督教态度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因为宗教信任属于系统信
任，而系统信任的实质反映的是民众对其社会合法性的认可程度
（哈贝马斯，２０００：２８７）。正是基于此，近年来，宗教信任研究在西方学
界也逐渐兴起。
不过，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是为了验证查维斯的新“世俗化论”。

古典“世俗化论”通过测量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得出宗教在现代社
会必会衰退的结论（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２；Ｄｏｂｂｅｌａｅｒｅ，１９８５）。但到了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这个论断遇到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查维斯
（Ｃｈａｖｅｓ，１９９４）对古典“世俗化论”进行了修正。他坚持“世俗化论”中
关于宗教的影响会渐趋衰落的立场，但放弃通过宗教实践和信仰等对
世俗化趋势进行测量的思路，改而关注宗教权威的变化。为从经验上
对此予以证实或证伪，西方学界将“宗教权威”操作化为民众对宗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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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或宗教领袖的信任，由此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Ｋｌｅｉｍａｎ，

Ｒａｍｓ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ｚｚｏ，１９９６；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９８；Ｃｈａｌｅｓ，２００９）。
与西方关注宗教是否由盛转衰不同，我们关注的是基督教快速发

展后的社会合法性。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日趋法治化
表明了宗教政治合法性的取得，而民众对宗教的信任态度则是社会对
其接受程度的外在体现之一。基于此立场，中国学界也开始出现从这
种视角进行的研究（李峰，２０１３），但其探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教组
织信任，且缺乏明确的世代比较。
基于上述现实和先行研究，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新生代与前辈在

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上有无差异。若有，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任在多大
程度上受到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假设

（一）“世代分析”框架下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
１．社会转型、国家政策与社会态度：经典“世代分析”框架下新生
代对基督教的信任

自埃尔德的《大萧条中的孩子们》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版以后，从
宏观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变迁的角度对同期群的态度与行为进行研究

就成为“世代分析”的经典框架（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ｅｐｆｌｉｎ，１９８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９９３）。其基本逻辑是：首先，从社会结构看，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深深影
响个体的生命历程，每个世代由于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世代内因此
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但不同世代之间则呈现明显的差
异（Ｒｙｄｅｒ，１９６４），而世代比较的目的是为了透视社会变迁过程；其次，
除了考察强调社会结构的作用机制外，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国家对个体
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行为和政策在形塑个体社会态度方面
也越来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ｌｅｒ，１９８６）。
对此，我们可以借用李春玲等（２０１３）提出的“境遇、态度与社会转

型”的思路分析年青人问题。境遇包括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它们通过
社会化及其他方式影响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由此形塑其社会态度。
对宗教的看法也属于一种社会态度。按此逻辑，不同世代对宗教

的态度也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明显不同。对此议题投入极大关注的是美
国的宗教社会学界。研究者的立场和分析的角度虽不尽相同，但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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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经典“世代分析”的分析思路

路却基本一致：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待世代间宗教信仰状况的差异。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经历诸如“反越
战”、“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等社会事件后，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全
面崛起，大多数社会机构的社会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教会也不
例外。在此背景下，西方宗教出现了“精神革新”（Ｗｕｔｈｎｏｗ，１９７６）、“谢
拉教”（Ｓｈｅｉｌａｉｓｍ）（Ｂｅｌｌａｈ，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和无宗教信仰者增多等现象。
这些都影响着在此间出生的“Ｘ世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Ｘ）的宗教观。诸多
研究显示，与“婴儿潮一代”（Ｂａｂｙ　Ｂｏｏｍｅｒｓ）和“沉默的一代”（Ｓｉｌ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相比，“Ｘ世代”的信仰更多表现为“灵性而非宗教性”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ｂｕｔ　ｎｏ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和“信仰但不归属”（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等特征（Ｒｏｏｆ，１９９３；Ｆｌ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０；Ｗｕｔｈｎｏｗ，２００７；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Ｓｎｅｌｌ，２００９；Ｓｃｈｗａｄｅ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Ｇａｙ　ａｎｄ　Ｌｙｎｘｗｉｌｅｒ，２０１３）。
这种作用机制当然也对中国适用。因此，对不同世代宗教态度的

分析，我们既要关注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及变迁，还应特别注意国家相关
政策和行为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福利性公共政策和法规影响个体生
命历程的角色（Ｍ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ｌｅｒ，１９８６）不同，中国的国家政策多具有
较强的政治性，相关政策的变化会戏剧性地不断打断和改变个体的生
命历程，在不同的阶段，国家政策的变化也会显著影响不同同期群的生
活机会（周雪光、侯立仁，２００３；Ｗｈｙｔｅ，１９８５）。具体而言：
第一，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逐渐建立起总体性社会格局。在这种社

会结构下，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合为一，且统摄于意识形态之下，而这又
通过单位和公社等总体性组织得以实现（孙立平，２００４：５）。与此制度
结构配套，中国还形成了信仰一元化的国民精神结构。由此造就了个
体间社会态度的高度同质。
在宗教政策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宗教“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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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根本认识。８同时，面对着复杂的
国际环境，取缔宗教体制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因素，防止境外敌
对势力对基督教、天主教的利用和控制成为当时政策执行的重点。但
自１９５７年后，伴随着“左”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逐渐滋长，特别是到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下，宗教被视为封建迷
信，是精神鸦片、反动的意识形态和剥削阶级利用的工具。把信教与愚
昧、信仰基督教与可能和外国敌对势力有染画上等号，宗教问题被上纲
为阶级问题，促使宗教最终消亡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工作的根
本任务（龚学增，２００１）。

８．“五性论”是在１９５８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是指宗教的长期性、
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在此社会结构和宗教政策的影响下，“革命”成为国人唯一的价值
取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也是唯一的价值目标，任何与其不同的价
值观和精神取向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更不用说是与“无神论”相对的宗
教，特别还是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基督教。这些必然影响此阶
段成长的同期群的生命历程，以至于“就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来
说，对于宗教是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知道的，也不想知道”（黄志坚
等，１９９１：４４７）。当然，他们对基督教也自然会更多地持负面评价。
第二，“文革”之后，中国的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阶级斗争让位

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社会日趋分化，总体性社会逐渐松动。
在宗教政策方面，１９８２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

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成为新时期宗教政策的纲领性文
件。文件强调，“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但
是在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必
须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在此纲领指导
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１年，中国的宗教工作进入从政策到观念层面的拨
乱反正时期。此后有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设”和十八大提出的“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针。方针政策的调整使得宗教生活正常
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获得快速发展。当然，冷战结束后，西
方国家的宗教渗透和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并未停止，这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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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要集中于基督教和天主教。因此，抵制境外宗教渗透，反对宗教干
涉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仍是国家宗教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段德智，

２０１３）。但这些仅是在国家安全层面的防范政策。
上述社会结构与国家政策的改变使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开始减

弱，信仰一元化的格局出现了松动的可能；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整个社
会的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两者共同作用并促成信仰的多元化。“文
革”结束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的思想界进入活跃期，国外各种社
会思潮被引入。在此背景下，作为对之前宗教观的一种纠正，学界掀起
了一股“宗教文化”热，不仅为宗教正名，就宗教与迷信的区别进行大量
的研究，还将其视为人类的多元文化之一，对其积极功能进行深入分
析。此后，信仰一元化的格局更是被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和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苏东剧变”等事件进一步瓦解，曾被界定为唯心主义的宗教
作为一种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形式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包容，乃至崇信。
这些虽然会深刻影响所有民众，但正如埃尔德（２００２）所说，与人生

其他时段相比，国家政策和社会结构在个体向成人过渡时发生的变更，
会给其以后的生命历程留下长久的影响。因此，这些变化对新生代的
形塑作用更大。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既体现于新生代的个体意识，也表
现在他们所接受信息的结构与内容等方面，而这些使新生代更可能对
基督教产生较高的信任度。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导致依

赖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式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这使得新生代
与其前辈相比，自我取向更为突出（李维，１９９９），而独生子女政策又强
化了他们的这种个体意识。同时，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在价值观领
域，新生代还都表现出反传统和颠覆权威的特征（李春玲、施芸卿，２０１３：

４４０）。这些都可能使其对传统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一定抵触，对
宗教问题更倾向作出自主，甚至是与传统相反的判断。
其次，在全球化浪潮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新生代接受的

信息内容和结构也更可能使其对基督教产生较高的信任。当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尤其是１９９５年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发展和加入 ＷＴＯ后，国
人对全球化的体验越来越深刻。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还包括
宗教全球化，基督教是其中的主力。同时，与前辈相比，新生代的教育
程度普遍较高，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和教育也充分反映了国家“与世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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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的政策，因为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源自西方，这些知识，特别
是其早期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以上诸因素都会使
新生代能更为频繁和全面地了解基督教，并可能转化为对基督教的好感。
最后，与市场化、全球化接壤的消费主义全面形塑了新生代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使他们与前辈相比，更可能对基督教产生较高的社
会认同感。在市场领域，具有强势符号的商品总是会赢得更多的消费
者。在现阶段的中国，强势符号或直接来自西方，或采用西方式的经销
方式，由此导致“与西方消费文化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和合法性主导权相
伴而生的是，消费领域的本土文化缺乏成长空间”（李春玲、施芸卿，

２０１３：４３４）。新生代对市场领域中强势符号的追从也必然会蔓延到他
们对整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推崇，而作为西方主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的
基督教，也以各种形式融入其中，近十几年来，圣诞节等“洋节”的热火、
美国好莱坞大片的热销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此方面的现实反映。
基于上述原因，当基督教利用其自身的特征在社会转型中获得极

大的机会结构而快速发展时，对出生且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多数民
众来说，这可能是强烈的“文化震惊”，但对新生代而言，这仅是习以为
常的现象。有调查显示，青年人对基督教的评价以积极正面为主，基督
徒获得认可度最高的评价分别是“平和、善良、宽容、博爱和真诚”
（华桦，２００７）。为此，如果从社会合法性角度看，新生代对基督教的好
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对基督教更高的信任。由此提出本文的
“世代比较”假设：
假设１：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持更高的信任度。

２．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世代分析精细化及基于现实的必要关照
我们认为，在经典的“世代分析”模式中，宏观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

是一种背景性的变量，包含的内容众多。如果仅以此框架笼统地比较
不同世代对基督教信任的差异，在因果链上似乎就会存在一定的化约
化风险，因此，我们有必要关照其中某些具体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响因
素。在本文看来，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应当是兼具现实和理论意
义的两个重要变量，原因在于：
第一，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看，对于系统信任的生成机制，社会学已

有“绩效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和“文化论”（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两种不同
的路径（Ｍｉｓｈｉ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ｓｅ，２００１）。“绩效论”以理性为基础，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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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内生性，认为制度信任是制度运作，即民众对其运行满意度评估
的结果；“文化论”则强调系统信任的外生性，认为对系统的信任源自制
度领域之外，是根植于社会中的一种信仰。同时，“文化论”的微观视角
强调个体早期的社会化和生活经历，宏观视角强调文化传统的影响
（福山，１９９８；帕特南，２００１）。
据此，对基督教的信任也对应着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和文化传统影

响两种形成机制和分析路径。对于前者，由于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一直没有结构性地位（杨庆堃，２００７：２７５），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仍还
处于一种“悬置”状态（李峰，２００５）。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各
宗教的实际活动层面，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慈善还刚起步。也就是说，宗
教于社会的“不落地”处境使其自主性和社会性都受到极大削弱，再加
上有些宗教自身的原因，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难以被普通民众全面了
解，为此，“绩效论”的逻辑在目前难以直接检验。与之相对，由于“文化
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结构论”（房莉杰，２００９：１３４），而文化传
统本身就是有机地嵌入社会结构，因此，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文化论”
路径对分析基督教信任更具可行性与操作性。
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对“文化论”的考量不仅仅是因为“绩效论”

难以直接检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与“文化论”的逻辑一
致，在现实的宗教领域中，考虑到近代基督教入华后影响国人对其态度
的诸要素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变化，我们发现，无论是新文化
运动，还是新中国政权，都在用现代性的话语对传统要素和宗教进行先
建构和再解构。对基督教而言，这种现代性的话语集中表现为科学主
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它们一直影响民众对基督教社会形象的评价。
同时，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质也是社会结构层面的构成要素，它
们对个体的影响同样也遵循世代分析的基本逻辑。

９．之所以给出部分中介变量的判断，是因为如前文所述，影响当前民众对基督教信任的因素
众多。

鉴于此，本文基于世代分析和信任研究的“文化论”逻辑，提出图２
所示的分析框架。从宏观角度看，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影
响不同世代的人对基督教的信任；同时，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态度
在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形成机制中仍可能起中介作用，因此，我们还
有必要将它们视为部分中介变量９来考察。此外，我们也看到，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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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分析框架图

种社会观念，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也会受社会
结构和国家政策变迁的影响，国家政策有时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
两者的主张。

（二）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
从世代更替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公民大部分是１９４９年后出生。考

虑到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渊源及其诉求的变迁，我们有
必要对其发展历程进行简要梳理，进而展现两者在不同时期对基督教
社会形象的影响。

１．近代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国人对基督教的刻板印象
自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积贫累弱的近代中国，很多社会精英做了各

种救国图存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西学东进，宗教、科学与民族
等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和观念被引入中国，其目的在于科学救国和反
帝救国。

科学主义虽然有不同类型，但它们的理论内核都认可科学与宗教
的对立冲突，将科学与理性、进步，宗教与迷信、落后视为同义词，其本
质都是排斥多元论哲学。该思潮在西方的兴起缘于对达尔文“进化论”

的争论。对中国来说，鉴于科学给西方带来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
明，科学代表真理和宗教代表谬误的科学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因此迅速
赢得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认同（杨庆堃，２００７：３２６），以至于胡
适将其评价为“全国一致的崇信”。不仅如此，这种科学观还被赋予解
决近代中国出现的源自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秩序危机和来自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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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意义危机的历史重任。在此理念下，科学就不仅是一种人们认
知世界的方法论，还被上升为一种信仰（郭颖颐，２０１２；李向平，２０１３）。
此时盛行起来的科学主义思潮也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

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杨国荣，１９９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主张科学主
义，只不过马克思坚持的是超越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上的唯
物主义科学观。１０

同时，作为对西方侵略的一种回应，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思
潮及运动也风起云涌。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有不同的版本，但都是
基于对西方强势的一种回应，其本质是“本土文化—西方文化（洋教）”
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这直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的定位———基督教
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或正统信仰。自１８４６年开始，近代中国既有底
层民众发起的大规模反洋教运动，也有知识精英掀起的反教卫道运动。
前者如具有暴力性和盲目性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针对基督教的各
种教案，后者则以发生于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最具代表
性。这次运动既带有１９世纪沿袭下来的民族情绪，还更多地使用在新
文化运动中从西方传来的科学主义、民族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批判基督教的理论武器（顾卫民，

２０１０：３１０）。

１０．与之相对，有学者将胡适等人接受的科学主义称为“经验科学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唯
物主义科学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石，而经验科学主义则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郭颖颐，

２０１０）。

在现代性话语启蒙和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国人对宗教的态度
在现代和本土意识的交织影响下发生实质改变，科学与宗教、基督教与
民族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自此一直影响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

２．１９４９年到改革开放期间的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对基
督教社会形象的建构

１９４９年之前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
科学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科学救国思想主要由部分社会精英倡导。与
社会精英或试图重塑儒家道统，或引入新的救国之道相比，普罗大众的
文化民族主义多为朴素的反洋教式的底层抗争。
新中国完成了救国的历史使命，开始了富国强兵之路。在此过程

中，共产党人接过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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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科学主义表现为唯物主义科学观，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帝
反修。新中国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中，通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自上
而下的公民身份体制建设，首先使这种思想上升为政党意志，然后使政
党意识形态成为全民共享的国家伦理。借此，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有
机地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基本特质融合在一起，并被高度政治化。
由于唯物主义科学观与所有的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科学

主义将所有的宗教都视为消极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但在对待基督教的
态度上，民族主义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在１９５０年５月，周恩来（１９８４：１８０、

１８２、１８６）先后三次出席了基督教问题的座谈会，并提到：“中国人民对
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做‘洋教’……因而也就反
对基督教”；“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帝国
主义利用宗教团体的问题……客观上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在对佛教
的自新改造方面，毛泽东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说，佛教“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
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转引自段德智，２０１３：６５）。自此，以反帝国主
义渗透为核心宗旨的对基督教的方针政策被一直贯彻开来。

１９５７年以后，对基督教的“改造”对象也由之前的宗教精英、神职
人员和组织扩大至普通信徒。在“文革”时期，基督教更是从人民群众
的内部问题上升为阶级问题和爱不爱国等政治立场问题。
在此理念和方针的指导下，基督教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资产阶级的，

还是反社会主义的。这种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思维又支配着此时政府宗
教政策的制定和实践，然后通过总体性的社会制度设置，以政治动员的方
式影响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左右着该时期同期群对基督教的态度。

３．改革开放后的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民众对基督教的信任
随着宏观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家宗教政策的改变，改革开放后，科学

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也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去政治化。
首先，社会的多元化必然会导致民众对基督教态度的多元化。在

基督教快速增长的状况下，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虽然仍有市场，但
其影响和受众已发生明显分化。
在科学主义方面，虽然有人仍秉承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将包括基督

教在内的宗教信仰视为消极的人生态度和非健康的精神生活方式

（黄皖毅，２００６；李素菊、刘绮菲，２０００），是对无神论的冲击（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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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但其主体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的出生者，其原因在于前文所述
的社会变迁。诸多调查也表明，青年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已基本跳出“科
学—迷信”的二元对立思维，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甚至皈依者也不乏少
数（李素菊、刘绮菲，２０００；李华松，２００８；华桦，２００９）。
当前宗教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源自对基督教快速发展

的警惕。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精神家园”
的追求和冷战后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性而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观和软

实力建设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全盘
西化”、“新启蒙”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缘于１９世纪末和２０
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重新抬
头（萧功秦，２０１３：３１２）。其核心诉求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
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必先得尊重、理解并重新解
释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在关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
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孟凡东、何爱国，２００７）。在此思
潮影响下，面对基督教迅速发展的事实和“宗教市场论”在国内学界的
盛行，文化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催生了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宗教生态
论”研究范式（李峰，２０１３）。该理论认为，宗教生态失衡是当今中国基
督教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导致宗教生态失衡是因为国家宗教战略的
偏差，使民间宗教发展不足（段琦，２００９；梁家麟，１９９９）。虽然很多学者
声称这是基于多元化的立场而非旨在抵制基督教，但其实质仍是将基
督教置于中国文化的对立面，或者“非正统”的存在。
这些的确会影响新生代，但其主体和领军人物多是他们的前辈。

从青年人的民族主义特征来看，他们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主要涉
及反对霸权和领土等政治议题（吴云才，２０１２）。新生代的民族主义多
是基于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较少从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看待
基督教。即便是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也是较为理性的否定，不再是彻
底的否定和打压（黄皖毅，２００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科学主义对宗教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基

督教也在其中。为此，笔者提出“科学主义中介影响”假设：
假设２：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部分是因为

他们的科学主义倾向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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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科学主义影响的普遍性，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则具有特殊
性，其对象主要是长期被视为与国外敌对势力有联系的“洋教”———基
督教。针对新生代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弱化的状况，笔者提出“文化民
族主义中介影响”假设：
假设３：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部分是因为

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更弱。

二、数据、变量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向平教授主

持的“长三角地区信仰与宗教信仰调查（２０１１）”。该调查依据中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起上海市、省会城市（南京、杭州）、非省会副中心
城市（宁波、苏州和无锡），以及其他１０个地级市四个抽样框，按ＰＰＳ
多层随机抽样原则，以Ｋｉｓｈ表入户的方式，对１８－７０周岁的常住人口
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３　０００份。

（一）因变量：对基督教的信任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和“ｃｈｕｒｃｈ”一词与基督教的

天然联系，因此，西方学界对宗教信任的研究多是通过问卷询问受访者
对“ｃｈｕｒｃｈ”的信任度来测量。中国相关的调查也多沿袭这种问法，笼
统地询问受访者对“宗教组织”的信任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测量方式
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这虽然也能从一定程上度反映作为一个整体
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合法性程度（李峰，２０１３），但
难以呈现不同宗教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宗教的社会形态不仅仅表现为
组织的存在，宗教信徒也是其重要的体现形式。
基于此，本文认为，宗教信任应涉及对宗教组织和宗教组织成员的

两个信任维度，后者又包括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两类。按此判断，对基
督教的信任也就应包括对基督教教会、牧师和普通基督徒三者的信任。
在问卷中，其选项都是“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
和“非常信任”五个态度量级，我们将其分别赋值为１－５。表１呈现的
是受访者对三者信任状况的描述统计信息。
由表１的数据可知，民众对基督教教会与对普通基督徒的信任均

值是相同，各态度量级的比例分布也基本接近，但将民众对基督教教会
与牧师的信任均值配对样本Ｔ检验（Ｐａｉｒ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Ｔｅｓｔ）显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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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间存在显著差异（ｔ＝５．８９６，ｓｉｇ＝０．０００）。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本文上述的判断，即对教会组织的信任并不能完全反应民众对整个基
督教的信任。
表１：受访者对基督教教会、牧师和普通基督徒的信任状况统计描述表
非常不信任
（％）

不太信任
（％）

一般
（％）

比较信任
（％）

非常信任
（％）

均值（标准差）

基督教教会 １３．９０　 ３６．００　 ４０　 ８．４０　 １．５０　 ２．４７（０．８８７）

牧师 １８．８０　 ３１．７０　 ４２．２０　 ６．７０　 ０．４０　 ２．３８（０．８７９）

普通基督徒 １４．３０　 ３４．５０　 ４１．６０　 ８．８０　 ０．７０　 ２．４７（０．８６９）

　　鉴于此，本文的操作化方法是将三者的信任得分累加，由此生成一
个取值为３－１５的新变量———“对基督教的信任”。１１

１１．当然，如此简单的累加也会导致陷入另一种“化约化”的困境，即取消民众对基督教教会、
牧师和普通基督徒信任的态度差异，就会忽视其中的社会意义了。但顾及本文所要讨论的议
题，并尽可能使其更集中，在此只能做出如此取舍。

（二）自变量
１．核心自变量：
根据世代特征以及学界现有的共识，我们将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个体

称为“新生代”，也即包括“８０后”和“９０后”；将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出生的世
代作为参照组，笼统称为“８０前”，分别赋值为１和０。

２．中介变量
（１）科学主义态度　基于科学主义认为宗教代表谬论的立场，本文

选取问卷中“要信就信科学，别信宗教”和“求神拜佛信教都是迷信”两
题。其选项都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
意”，我们先分别赋值为１－４，然后累加形成一个值在２－８的新变量
“科学主义态度”。经过效度分析，其内部一致性ɑ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为０．７６７。

（２）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问卷中有一组有关信仰区隔的态度测试
题，本文对其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得到三个公共因子。其中之一包括
“佛教是印度宗教，所以不适合中国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宗教，所以
不适合中国人”和“基督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是西方的宗教，所以不
适合中国人”。如前所述，虽然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但其共同之处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这三项都体现了外来宗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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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性的紧张关系，故可视为“文化民族主义因子”。１２为进一步从数据
上检验此三项作为文化民族主义变量的有效性，本文也对其进行效度
分析，结果显示，它们的内部一致性ɑ系数为０．８０５。

１２．因子分析采用Ｖａｒｉｍａｘ旋转方法，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３，约８１．０５％的总方差由这三个潜在因
子解释。第二个公共因子包括“农民工和公司白领信的神不一样”、“城里人与农村人信的神
不一样”和“当官的和老百姓信的神不一样”；第三个公共因子包括“穷人算命祈求，富人烧香
保佑”和“有钱的人找神保佑，没钱的人求神保佑”。

１３．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年龄在１４－２８周岁的中国青年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
这一年龄段与新生代具有高度的重合性，由此可能导致回归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但考虑到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和“无神论”主张等都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文
化民族主义态度，进而影响对基督教的信任，因此，这一变量也不宜被简单删除，必须纳入模
型予以控制。为此，本文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合并，这样，“世代”与“党团员”的相
关系数为０．２０２，且在０．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两者仅呈现弱相关。

３．控制变量
基于学术惯例和已有的研究，本文将性别、婚姻状况、民族、收入、

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和宗教信仰等作为控制变量。性别的赋值情况
为：男＝１，女＝０；婚姻状况及其赋值为：“未婚”＝１、“已婚”＝２、“离异
或丧偶”＝３；民族及其赋值为：汉族＝１，少数民族＝０；问卷询问了受访
者的月收入，其选项为收入区间，由于选择“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元”以上的人
比例很低，我们将其合并，这样就形成九个收入等级：“５００元以下”、
“５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和“７　００１以上”，本文
分别赋值为１－９，并视为等距变量；在政治面貌方面，我们将“共产党
员”和“共青团员”合并为“党团员”，１３赋值为１，其他为“非党团员”，赋
值为０；受教育年限则被转换为年限：“小学以下”＝５，“初中”＝９，“高
中／中职中专”＝１２，“大专”＝１４，“本科”＝１８，“硕士及以上”＝２２；对于
宗教信仰，问卷列举了“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
教”、“没啥固定信仰，偶尔拜拜神”、“没有我想要的神可以信”和“无神
论”等８项。由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回答比例较小，同
时考虑到宗教自身的特征，我们将佛教和道教合并，称为“佛道教”；基
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合并为“亚伯拉罕传统宗教”；将“没啥固定信
仰，偶尔拜拜神”和“没有我想要的神可以信”合并为“其他信仰”。这样
就形成“佛道教”、“亚伯拉罕传统宗教”、“其他信仰”和“无神论”四个定
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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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自变量的描述统计信息见表２：
表２：自变量的描述统计信息

变量 百分比（％）／均值（标准差） 　　　变量 百分比（％）／均值（标准差）
对基督教的信任 １０．６７（２．２１） 民族
世代 　　汉族 ９８．５
　新生代 ２７．０７ 　　　　少数民族 １．５
　８０前 ７２．９３ 　　政治面貌
科学主义 ５．００（１．２４） 　　　党团员 １７．４６
性别 　　　　非党团员 ８２．３０
　男 ４６．９７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８８（３．３０）
　女 ５３．０３ 　　宗教信仰
婚姻状况 　　　佛道教 ２７．６０
　未婚 １５．１６ 　　　　　　　　亚伯拉罕传统宗教 ３．６３
　已婚 ８０．３３ 　　　　其他信仰 ３０．１０
　离异或丧偶 ４．３７ 　　　无神论 ３７．６７
月收入等级 ４．０５（１．７４）　　　　　　　　文化民族主义因子　　　初始特征值：１．７３７

　　　　平均方差：０．２１７
　　注：１．表中均未列出缺损值的信息；

２．关于文化民族主义因子的整体因子分析信息见前文的交代。

　　为对本文的假设进行检验，在数据处理的方法方面，我们先采用一
般的多元线性回归（ＯＬＳ），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计算世代与对基
督教信任的关系，然后分别加入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两个中介变
量，探讨其与因变量的关系。此外，由于温忠麟等（２０１３：７６）提出的中
介效应检验方法在程序上采用了依次检验和ｓｏｂｅｌ检验，同时使得拒
绝虚无假设而做出中介效应显著判断，和接受虚无假设而做出中介效
应不存在的判断两类错误率控制在较小的概率，因此，本文以此方法对
两个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三、数据分析及发现

（一）描述性分析和初步的统计推论
由表３的数据可知，新生代的均值为１０．９２，高于全样本和“８０前”

的均值。同时，经过对新生代与“８０前”均值的独立样本的ｔ检验表
明，在长三角地区，他们之间在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上具有显著的差
异，即新生代要高于前辈。这与本文的假设１一致。

表３：不同世代对基督教信任的均值及其差异比较
世代 均值 标准差 Ｔ值
新生代 １０．９２　 ２．１９ －３．６９９＊＊＊

８０前　 １０．５８　 ２．１９　 ２．２３

　　　　注：＊＊＊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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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变量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发现世代、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对基督教信任的净

影响，再加上其他因素也会有作用，多因素分析因此是必须的。基于前
文的逻辑，本文分别建构４个模型：模型１考察的是在控制“性别”等身
份变量后，世代与对基督教信任的净相关。模型２和模型３分别加入
“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以检视中介变量的影响。同时，考虑到
随后的中介效应分析，由于中介分析依赖多个模型的系数值和标准误，
因此，为了做到分析的可比性，几个模型的核心变量与控制变量都维持
不变（胡安宁，２０１３）。模型４则同时加入“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
义”（见表４）。
模型１的数据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生代要比前辈对

基督教的信任度高。模型２检验的是科学主义对基督教信任的影响。
数据显示，两者呈现负相关，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科学主义倾向
越高的人，对基督教的信任越低，核心自变量同时仍具有显著性。模型３
呈现的是另一中介变量———文化民族主义对基督教信任的净影响。结
果显示，模型在加入“文化民族主义”变量后，世代变量仍具统计显著性。
文化民族主义因素的Ｐ值为０．０６６，如果将Ｐ值的统计边际放宽到０．１，
模型３中的数据就表明文化民族主义与对基督教的信任呈负相关，即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越认可文化民族主义的人，对基督教的信任度
就越低。模型４是将核心自变量和两个中介变量都置入其中的全模型。
在此模型中，无论是世代，还是两个中介变量，都在０．０５水平以上具有显
著性。据此，并结合前文的描述统计分析，我们首先可以接受本文的假
设１———新生代比“８０前”对基督教持更高的信任度。
上述多元线性回归虽然可以展示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但在很

大程度上会模糊各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路径，其中的可能之一是自变
量Ｘ通过中介变量Ｍ对因变量Ｙ产生影响。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思
路，我们还有必要对文化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按照温忠麟等（２０１３）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我们先建构起三

步回归程序：

Ｙ＝ｃＸ＋ｅ１
Ｍ＝ａＸ＋ｅ２
Ｙ＝ｃ’Ｘ＋ｂＭ＋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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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５、表６的数据看，经过依次检验，两个中介变量检验模型中
的ｃ、ａ、ｂ和ｃ’都具统计显著性（表中为标准化系数）。据此，我们可以
认为，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对基督教信任的影响中有部分
中介效应。由于在检验中的两个ｃ值均为负数，这说明新生代在科学
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方面比“８０前”弱；同时，两检验模型中的ａ
也为负值，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假设２和假设３，即新生代比前辈更信
任基督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更弱。

表５：科学主义中介效应检验数据表

科学主义（Ｍ）
对基督教的信任（Ｙ）

Ｔ１ Ｔ２

前置变量

　世代（Ｘ） －０．０４２＊（０．０５１） ０．０６７＊＊＊（０．０９１） ０．０６３＊＊＊（０．０９０）
中介变量

　科学主义（Ｍ） －０．１０６＊＊＊（０．０３２）
模型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注：１．表中所列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双尾检验）。

表６：文化民族主义中介效应检验数据表

文化民族主义（Ｍ）
对基督教的信任（Ｙ）

Ｔ１ Ｔ２

前置变量

　世代（Ｘ） －０．０６７＊＊＊（０．０４１） ０．０６７＊＊＊（０．０９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１）

中介变量

　文化民族主义（Ｍ）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０）

模型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注：１．表中所列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双尾检验）。

１４．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的计算方法是：^ａ^ｂ／（^ｃ＇＋^ａ^ｂ）（^ａ 、^ｂ和^ｃ＇为各步回归方程中ａ、ｂ和

ｃ对应的标准化系数）（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温忠麟等，２０１３：７３）。

　　此外，从中介效应量来看，世代经由科学主义对基督教信任的中介
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０．０６６，１４文化民族主义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
比为０．０３７８。也就是说，对于世代对基督教信任的差异影响，科学主
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中介效应仅占各自总效应的６．６０％和３．７８％，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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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差不大。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虽然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对基

督教信任的关系中发挥中介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弱，后文对此将有详述。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研究依照“世代分析”框架和信任研究的“文化论”思路，经
过数据分析，最终证实了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
从社会结构与“文化论”的角度看，同一代人存在类似的性格模式

和思维模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曼海姆，２００２）。本研究
表明，改革开放后的开放性、多元性等社会结构特征在新生代对基督教
的信任态度上也得以体现：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比“８０前”高。
从信任生成机制的“文化论”逻辑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来看，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虽然一直影响国人对基
督教的态度，但在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不同，由此对不同世代的影响
也各不相同。结果表明，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这两者的低认同使其对
基督教持更高的信任度。
首先，对于科学主义而言，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主要被部分社会精

英接受。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唯物主义科学观战胜了经验科学主
义。同时，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社会化机制，科学主义由之前的
精英意识转变为大众意识，从单纯的科学信仰转变为政治信仰的重要
构成部分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日趋多元和开放。经过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的大讨论，“科学—宗教”二元对立思维的主导地位有所下
降，这在新生代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对于文化民族主义来说，近代早期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明显的

反帝色彩，其主要目标在于反帝救国，更多是被动地以儒家道统对抗外
来的基督教文化。１９４９年后，在阶级斗争和“冷战”的形式下，文化民
族主义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延续，只不过所依赖的本土文化不是儒教传
统，而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此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
化。１９５７年后，基督教更是从政策和实践上都被归入西方资产阶级文
化阵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的民族虚无主义后，我们开始重新寻找民族尊严和国家认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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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道德失范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也促使我们
开始反思西方文化，由此发展出各种以回归传统文化为鲜明特征的新
思潮。不过，此时的民族主义与之前有本质区别。近代形成的把信徒
与中国人身份对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背景是中国国力的积贫累弱，以
及由此造成的极度不自信和文化上的偏激和狭隘。同时，这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宗教正统与淫祀思想的延续。现在的民族
主义是在国家日益强盛之时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图强的民族情感，其内
核是源自对儒家文化优越性的自豪感（Ｇｒｉｅｓ，２００４：８），但这仅是多元
化社会中的一种社会思潮，并未上升为政策和国家行为，对个体的社会
化并不构成强制性的外在影响。随着中国深深嵌入全球化的进程和社
会的日趋多元化，这种自豪感既可能发展出对外来文化非我族类式的
抗拒和排斥，也可能演化为海纳百川式的社会包容和吸纳。本文的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新生代身上更多表现出后一种趋向，即文化民族主
义在世代与对基督教信任的关系间仍发挥着部分中介影响，但与前辈
相比，这种影响在弱化。
数据也显示，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中介效应都很弱。对此，

我们认为，这既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也突显出本研究的不足和深入
的方向：
第一，这一情况与前文关于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影响民众对

基督教信任的历时性发展的梳理以及相关数据一致。虽无具体数据，
但依照中国之前总体性社会结构和信仰一元化的国民精神结构特征，
在改革开放之前，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对基督教的社会形象应存
在强影响。随着中国社会更趋多元和开放，影响宗教判断的科学主义
与文化民族主义观念的主导地位也逐渐松动。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形
成的对基督教的社会形象曾具有强影响的这两个因素在今天已被极大

削弱。文中两者的中介效应量及表４中的回归系数均较小，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这个现实的反映。
第二，对于新生代群体而言，本研究强调的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世

代的同质性，但其内部的异质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科学主义和文化
民族主义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虽然“以意识形态性为主要性格”的“青
年解体”，但从国家的方针与政策来看，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青年”到
改革开放后的“现代青年”，主流话语仍保持着前后一致的具有强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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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社会化逻辑：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陈映芳，２００７：

２１９－２３３）。按照经典“世代分析”的逻辑，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化中意识
形态色彩依旧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新生代社会态度的双重性，或者在作
为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代际群体的同时，也出现内部态度的分化。
同时，由于本文数据的调查对象是１８－７０周岁的人群，因此，样本中还
涉及一部分“９０后”数据，而相对于“８０后”而言，他们许多人还未真正
步入社会，所受影响可能更多来自学校等机构的政治社会化。由此，作
为个体层面上态度的双重性，以及作为整体层面的内部分化，也会使他
们在接受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上出现多样性，其结果会使
在本文研究思路下的世代对基督教信任关系的中介影响被进一步弱化。
第三，就“８０前”群体而言，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的影响是全局性

的，他们也不例外。在对基督教的信任方面，虽然在人生各年龄段中，
国家政策和社会结构在个体向成人过渡时发生的变更对个体社会态度

的影响最显著（埃尔德，２００２），但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的变迁不仅只作
用于新生代，而且在中国当前所经历的深刻而快速的社会转型的境遇
下，“８０前”群体也必受其影响。
第四，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看，西方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大，

人们的宗教参与和对宗教的好感也会逐步增长（Ｇｒｅｅｌｅｙ，１９８９；

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５）。从信任的角度看，霍夫曼（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９８）的研究
发现，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低。如果这是个体
生命历程中的普遍现象，那么，在世代比较时，我们还应考虑到另一种
比较：在同一科学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水平下，不同年龄者受其影响以
及对基督教信任程度的差异。由于年龄大者更保守，他们对科学主义
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接受程度也比年轻者低，这就会产生一种抑制效应。
本研究中两者中介效应量和对应之回归系数偏小，也很可能是这种情
况的一个反映。
简言之，无论是世代对基督教的信任，还是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

义在其中作为中介的影响，其作用机制都是立体的。当仅简单地顾及
新生代与前辈的对比，其结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学主义与文化
民族主义的中介影响弱化。从这个角度看，本研究并非是严格意义的
世代研究，还不能完全反映出社会转型对民众之于基督教信任态度的
影响及趋势。要完全实现这些，我们还应综合考虑宏观社会转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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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微观个体转型的变化，而这就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新生
代的前辈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面临的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
它们对基督教态度的变化，二是虽然中国有不同的国情，但当前的新生
代正处于青年期，随着年龄的增大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他们对基督
教的态度也可能会发生改变。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世代比较的完整研
究应兼顾到ＡＰＣ（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等因素（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但这需
要时间序列数据的支撑，而本研究所依赖的数据只有通过一次调查获
取的横截面数据。正是注意到这些缺陷和无奈，一如文章的题目，本研
究的问题也仅限于对世代间平面式的亚群体态度差异的比较。
不过，无论什么程度的世代分析，其目的都不止于对现象的描述，

还期望借此透视社会变迁的趋势。虽有众多因素没有来得及在具体分
析时被充分考虑，而且在有关概念操作化等方面还存在或多或少的瑕
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综合新生代对基督教更强的信任度，科学主义
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中介影响和对基督教信任的直接影响均较弱等因

素，这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突显对基督教态度变化的某种趋势。
正如贝拉（Ｂｅｌｌａｈ，１９７０：６６）指出的那样，现代化不仅包含社会结

构、科学、技术等物质内容，还包括价值、宗教等精神议题。如果现代化
缺乏相应的精神支持，它带来的往往就是破坏，而非建设。对于次生现
代化国家来说，支持现代化的新精神甚至比新的科技更为重要，而这种
新精神需要经历一次现代社会心理革命的洗礼，以期产生出更具包容
性、支持性的社会和人格系统。

１５．参见：李向平，“宗教信仰的国家想象力———兼评‘宗教生态论’思潮”，中国民族报·宗教
周刊，２０１０－７－２７，第６版。

考虑到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主流文化与宗教在大部
分时间都保持或紧或松的张力。因此，世代之间对基督教信任的变化
也反映社会日趋多元化后民众对基督教态度的一种逐渐宽容的趋势。
这也正是日趋多元化、高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大国所应具备的精神
气质。如果我们仍抱着原有的思维方式，以“科学—宗教”、“本土文
化—洋教”的角度看待基督教，那么其实质是在文化上将基督教是“洋
教”还是“非洋教”的对抗性认识的再度激活；在政策层面，它可能导致
扶植（中国）宗教对抗（西方）宗教的政策实践。１５正如国家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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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王作安提出的，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１６强大起来的中国不仅
需要文化的多样化，更需要多元化，前者强调种类，而后者还强调基于
法律、公民认同等共同平台之上的平等的多样性。如果以此视之，那么
基督教就不能再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信仰或一种外来且永远背着侵略

“原罪”的“洋教”，而是多元化社会中公民的一种信仰选择。本文以新
生代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了解现在“是什么”，还试图展望未来“是怎
样”，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所幸的是，我们在新生代身上看到了这种
进步的方向。

１６．参见：王作安，“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１１－２６，第７版。

综上所述，在接受本研究的假设和谨慎作出趋势判断的基础上，在
研究设计方面，除了上述问题外，鉴于科学主义对所有宗教信任影响的
普遍性和文化民族主义对基督教信任影响的特殊性，后续的调查和研
究还应将民众对基督教和本土宗教的信任进行对比考察。就此而言，
本文不是此方面研究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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